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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数字经济水平细分为数字基础建设水平、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以及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三个方面，依托浙江省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改进后的熵值法探索这三类因素对传统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具体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三种因素均能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其中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由于其成果应用具有较小的时滞性，发挥的正向影响作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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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conomy level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panel data of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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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digital economy level is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level, digital industry development level, and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7, the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is used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impact of these three factors on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ll three factors can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mong which the level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lays the most positive role due to the small time delay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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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关键力量，对实施供给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白皮书（2018）》披露的数据显示，2017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27.2万亿，占GDP比重达到32.9%，数字经济已成为近年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为55%，接近甚至超越了某些发达国家水平，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我国传统制造业长期以来一直无法摆脱对成本和规模的依赖，而随着消费升级时代的到来，这一传统发展模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制造业普遍微利，甚至出现亏损倒闭，消费者不断变化的多样化需求逼迫制造企业从规模化、标准化向个性化、智能化转型。这样的背景下，抓住数字化发展的契机，享受数字化转型的“红利”已成为传统制造产业未来战略规划的首要目标。
浙江作为数字经济的先发地，信息经济核心产业的总产值已连年超过万亿元，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达17.6%，并且数字经济作为浙江省的“一号工程”，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持下，发展势头迅猛，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如何整合数字技术与诸如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融合和渗透，帮助传统产业集群在数字经济大环境下探索协同创新机制和转型升级，已成为当前研究亟需解决的新课题和新热点。本文依据浙江省11个城市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探索在数字经济的大环境下，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因素和机制。
1 文献述评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消费市场升级、传统扩张型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使很多传统企业渐渐进入生命周期的衰退期，传统制造业营收增速下降、获利压力猛增现象甚是明显，使得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推进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突围，愈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1.1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96年美国学者泰普斯科特所著的《数字经济时代》，主要研究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普及化之后的经济体制新势态，但并未对数字经济做出明确的定义。国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范围进行了界定，Brent R. Moulton[1]认为数字经济应当包括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相应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与信息传输、通信、计算机产业。1998年由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报告，明确了数字信息产业的形态，并提出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将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自此以后，不同国家不同研究机构纷纷提出网络经济、虚拟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等相关概念，都试图描绘经济社会和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新一代变革，但其共通点都是将信息通信技术产业（ICT）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表明数字经济将乘着信息时代在发达国家至全世界掀起巨大的浪潮。 2016年9月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发布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进一步明确了数字经济的定义，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涵盖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产业、数字技术创新等主要领域，本文会针对这三个方面进行更深一步的理论分析。
1.2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
数字经济的关键资源在于信息[2]，这能够为社会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信息化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动态过程，可以说信息化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内外许多学者围绕信息化角度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张嵩[3]等在对海尔集团的研究中，提出诸如IT基础设施等信息化资源具有共享能力、服务能力以及柔性能力。陈亮[4]等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信息化依据其基础设施投资，帮助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等基本要素的集聚，表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在制造业层面，徐鑫等[5]在研究中发现信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有利于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是使经济体向利润更大或技术含量更高的资本、技能密集型方向转移的过程[6]，而在这一过程中信息技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邵培仁等[7]认为要以积极的姿态把握数字机遇，采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何枭吟[8]认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具有高度的渗透力和创新力，使产业边界更加模糊，推动诸如传统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组织模式的创新，但谭清美等[9]研究发现信息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并不总是正向的，而是具有风险拐点，并呈现出倒U型关系。
有些学者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多用“互联网+”一词， 其对制造业的影响也是近年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王林生[10]认为互联网已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最基础的生产力，对产业发展方式转型调整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王娟[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影响。制造企业通过线上的互联互通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改善供应链环境，同时提升制造业协作关系质量，在此基础上，刘军[12]等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互联网+”有利于制造业的集聚，同时在和石喜爱、李廉水[13]等学者的共同研究中发现“互联网 + ”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产业的价值链攀升。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不难发现，在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因素方面，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内部企业的数字应用、技术创新和企业间产业链优化以及宏观大环境等外部因素的角度，且都是基于数字经济某一点切入进行研究，整体并针对数字经济驱动下制造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探究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2.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
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信息基础设施，与我国产业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先导前提。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可以提升与产业内生产要素的相互协调水平[14]，进而促进优化配置相关资源，提高生产效率，这对于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主要表现在信息通信网络等ICT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即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物理层面，主要由传感器、网络、其他基础硬件构成，如互联网所需的地下光缆、移动互联网所需的通信基站、物联网所需的智能传感器等设备，全方面帮助完成采集数据、传输信息以及生产执行等流程。
从消费者层面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帮助消费者降低搜寻和交易成本，实时传递消费者个性需求信息，促进制造企业以消费者为中心提供服务。从企业层面看，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将促使企业依托数字技术运用互联网思维，改善组织内部管理模式，提高生产效率和信息化水平，促进制造业向智能网络化转变。从产业层面看，部分传统制造业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即形成产业集群，发挥集群优势，根据创新扩散理论，知识外溢是形成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15]，但知识外溢却受空间距离的影响，表现出随着距离的增长而衰减的特征。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兴起，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产业打破空间束缚，实现信息的实时传递，并为形成制造业集群创新优势提供助力。
综上，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
H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正向作用。
2.2数字化产业与制造业
根据最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信息服务业具体可分为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以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是当前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其利用计算机、网络等现代数字技术对现有数字信息进行搜集、加工、处理，并以数字化产品的形式提供给需求者。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以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化产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双向互动越来越频繁，渐渐有融合之势[16]。在制造业内部层面，信息服务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方案实现上，尤其是在制造信息数据采集、制造流程优化方面，帮助制造企业缩短产品研发周期，提升自动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如家电行业，生产商通过系统APS自动根据客户对应订单实现高度柔性化生产定制，提高服务的反应速度。在产业层面，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已成为当下新的趋势，信息技术向制造业不断渗透，发挥产业协同创新优势，促进产业间的耦联协调发展[17]，进而实现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如2016年丰田公司与微软成立合资企业，由微软提供Azure云服务，通过智能手机为丰田汽车用户提供更精确更直接的情景人性化服务。
综上，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
H2：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正向作用。
2.3数字技术创新科研与制造业
在一定意义上，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同样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创新。Watanabe等[18]总结了与过去数十年相比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变化的特点，认为ICT技术的发展是数字经济的内核，使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距离和边界正在不断减小。在企业外部环境层面，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开拓创新，帮助制造企业拓宽获取前沿知识的广度，降低信息的搜索成本和交易成本，并同时提高信息数据的采集效率。在企业内部运营层面，以ERP等为代表数字技术的普及，提高了企业内部沟通运转的效率，实现部门间低成本而高效的交流。在企业内部生产层面，作为数字经济结构框架的物理层，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反映出数字化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进步，数以万计分布广泛的传感器、智能终端是物理世界数字化的基础，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海量的数据，与此同时雾计算技术的兴起帮助制造企业解决数字化进程中可能发生的网络堵塞、高延迟、高风险的难题。如GE的Predix物联网PaaS平台基于终端信息采集和云计算，实现飞机发动机生产流程中的调优和改进，同时整合其前沿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企业实现数据创新和智能制造。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第三个假设：
H3：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正向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库、EPS数据平台以及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因浙江省于2008年首次发布《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说明浙江省自此初步开始统计分析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作披露，故将面板数据搜集的时间跨度设定为2008—2017年，对象地区为杭州、宁波、温州等11个地级市，收集到共110个样本数据。对于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的标准，将部分计量单位为美元的指标以当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为人民币，并对搜集过程中数据存在的个别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全，同时为避免极端值或异常值的出现对结果的影响，对数据采取缩尾处理。 
3.2 评价方法与变量说明
3.2.1 改进的熵值法评价方法
（1）指标说明：假设年份跨度为d，城市数量为n，指标数量为m，则表示为第θ年城市i的第j个指标。
（2）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3）指标熵值的确定


（4）指标信息效用值的确定

（5）指标权重的确定

（6）综合评分的确定

3.2.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平UIS（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鉴于市级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避免指标选取的随意性，依据傅元海[19]、干春晖[20]等学者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成果，选取制造业中高端技术产业产值与中端技术产业产值的比值，表征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概念。
（2）解释变量：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Dig_infra。借鉴李捷等[21]学者的研究成果与评价体系，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电信业务总量、移动电话用户数以及国际互联网普及率，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将所得的综合评分表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Dig_indus。借鉴魏艳秋等[22]学者的研究成果，选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简称信息服务业）的GDP总量，信息服务业就业人数以及业务收入作为评价指标，同样运用改进的熵值法进行赋权并得出综合评分，表征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
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Dig_techn。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选取ICT研发经费和本科以上学历人才总数，运用改进的熵值法进行赋权，得出的综合评分表征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数字经济驱动下传统制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标体系
	目标层
	指标层
	单位
	指标属性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电信业务总量
	万元
	正向

	
	移动电话用户数
	万户
	正向

	
	国际互联网普及率
	%
	正向

	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
	信息服务业GDP
	万元
	正向

	
	信息服务业就业人数
	万人
	正向

	
	信息服务业业务收入
	万元
	正向

	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
	ICT研发经费
	万元
	正向

	
	本科以上学历人才总数
	万人
	正向



（3）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ED。基于徐伟呈等[23]学者的研究，采取人均GDP表征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政府参与程度GI。基于石喜爱等[24]学者的研究，采取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占GDP的比值表征政府参与程度。
外商投资水平FIL。基于石喜爱等[24]学者的研究，采取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表征外商投资水平，以当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并取对数表示其数值。
外贸依存度FTD和教育投入水平EIL。基于刘军[12]、谭清美[9]等学者的研究，采取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值表征外贸依存度，采取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和教育事业费支出的总和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值表征教育投入水平。
3.3 模型构建
本研究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三个重要因素，探索数字经济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具体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1)
  (2)
  (3)
其中，i表示各市级地区（i=1,2,…11），t表示年份（t=2008，2009，…，2017），α、β为待估参数，ε为残差。所得的变量数据特征如下表。
表2 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UIS
	110
	3.059
	3.640
	0.607
	18.91

	Dig_infra
	110
	0.092
	0.113
	0.028
	0.700

	Dig_indus
	110
	0.079
	0.142
	0.004
	0.789

	Dig_techn
	110
	0.009
	0.036
	0.001
	0.235

	ED
	110
	7.139
	3.368
	2.106
	16.49

	GI
	110
	0.130
	0.047
	0.071
	0.282

	FIL
	110
	12.70
	1.442
	10.12
	15.35

	FTD
	110
	0.902
	0.439
	0.253
	1.927

	EIL
	110
	0.235
	0.042
	0.131
	0.299



	通过表2可以看出，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平的极大值为18.91，极小值为0.607，且标准差为3.640，侧面说明浙江省不同城市不同年份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差异较大，其中数据收集过程中显示杭州、宁波、绍兴等数字经济发展良好的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平常年大于均值，说明其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占比较大。对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杭州、宁波地区常年在浙江省处于领先地位，其中杭州市的ICT研发经费更是连年占据浙江省总额的70%以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极大值为0.700，极小值为0.028，标准差为3.368，说明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较为明显，其中杭州、宁波地区常年领先于其他城市，而衢州、丽水常年在均值之下。政府参与程度、外商投资水平、外贸依存度和教育投入水平城市间差距相对较小，且均呈稳定增长的趋势。
4 实证分析
4.1 回归分析
对面板数据进行处理分析，需要考虑到模型的内生性和异质性，并选择最为恰当的估计方法。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通常有三种形式，分别为混合估计模型（Pooled Regression Model, Pool）、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FE）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 RE），其中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同属于变截距模型（Variable Intercept, VI）。第一步先使用混合回归模型对模型（1）（2）（3）进行验证，使用F检验判断是否使用混合回归的估计方法。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且对三个模型的F检验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中拒绝了使用混合回归模型的原假设，由于混合估计模型要求在时间维度上不同个体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截面维度上不同截面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可以推测出采取忽略样本特征的混合回归可能会使实证分析结果产生较大的偏误，因此说明应该建立考虑个体时间特征的变截距回归模型。在不同解释变量对制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回归中，进一步使用Hausman检验，依据其结果判断是否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最优估计。
表3 2008-2017年浙江省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RE
	FE
	RE
	FE
	RE
	FE

	Dig_infra
	6.253**
(2.19)
	6.004**
(2.17)
	
	
	
	

	Dig_indus
	
	
	6.772***
(2.82)
	6.654***
(2.85)
	
	

	Dig_techn
	
	
	
	
	14.433**
(2.15)
	13.427**
(2.09)

	ED
	-0.367*
(-1.82)
	-0.559**
(-2.45)
	-0.449**
(-2.22)
	-0.649***
(-2.84)
	-.334*
(-1.71)
	-0.531**
(-2.36)

	GI
	-32.999**
(-2.37)
	-51.935***
(-3.62)
	-32.964**
(-2.41)
	-50.780***
(-3.60)
	-33.661**
(-2.41)
	-52.861***
(-3.67)

	FIL
	0.040
(0.11)
	0.676
(1.50)
	0.025
(0.07)
	0.615
(1.38)
	0.061
(0.16)
	0.690
(1.53)

	FTD
	2.659***
(3.40)
	3.368***
(4.18)
	2.668***
(3.47)
	3.301***
(4.18)
	2.662***
(3.40)
	3.383***
(4.19)

	EIL
	-15.362
(-1.06)
	3.817
(0.25)
	-16.473
(-1.15)
	2.377
(0.16)
	-15.525
(-1.07)
	4.267
(0.28)

	常数项
	8.490
(1.26)
	-2.202
(-0.31)
	9.398
(1.41)
	-0.638
(-0.09)
	8.468
(1.26)
	-2.251
(-0.32)

	Hausman检验
	

	17.660**
[0.0136]
	

	17.690**
[0.0134]
	

	17.660**
[0.0136]

	Observations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R-squared
	0.308
	0.360
	0.336
	0.383
	0.304
	0.357


*** p<0.01, ** p<0.05, * p<0.1；（）内为t值，[]内为p值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Hausman检验的P值分别为0.0136、0.0134、0.0136，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中拒绝了随机扰动项与解释变量无关的原假设，说明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最优最稳健。
从表3模型（1）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控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程度、外商投资水平、外贸依存度和教育投入水平变量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回归系数为6.004，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每提高1%，浙江省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提升0.06004，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呈正相关关系，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助于优化浙江省制造业产业结构，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因为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底层基础，为顺利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进程提供物理层面的支撑作用，依据外部性理论的解释，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信息的载体，其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效应，因为使用数字基础设施并不存在互斥性，使用的用户越多，信息的密度和体量就越大，能够提供的信息效用价值就越明显。数字基础设施对于优化制造业供应链具有明显的助力作用，能够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加速流动数据、劳动、资本等要素，提高资源配置统筹规划的水平，因而提升对供应链的管控效率，打造出实时感知、快速应对的数字化供应链，并推动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发展。此外，由于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关联有限，不同产业间的数据孤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产业间业务的隔绝，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升能帮助制造业延伸产业链长度，打通产业壁垒，推动信息交流和数据传输，为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助力作用。
根据表中模型（2）的结果，在剔除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后，解释变量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6.654，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浙江省制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提升0.06654，说明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与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呈正相关关系，假设2得到验证，这是因为浙江省作为数字经济领先地区，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先列位置，在“智能制造2025”的政策口号下，信息服务业等数字化产业与制造业在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创新制度等方面进行跨界融合与耦联，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方向发展，逐步向技术密集型转移。
从表中模型（3）的结果可以看出，在除去相同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后，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的回归系数为13.437，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每提高1%，浙江省制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提升0.13437，说明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与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呈正相关关系，假设3得到验证。对比三个模型的结果，不难发现在大力倡导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不断提升，不同程度地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方向升级。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的源动力，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具有较小的时间滞后效应，能够快速应用于制造业的实际生产，实证结果也证实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对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最大。
关于控制变量，根据表中结果发现，三个模型的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系数分别为-0.559、-0.649、-0.531，分别在5%、1%、5%水平下显著，表明制造业产业结构并未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实现优化升级，可能的解释是完全的市场竞争和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是制造业产业结构实现优化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与其并无直接关系。另外，模型中外贸依存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3.368、3.301、3.383，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反映外贸依存度和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呈正相关关系，进出口总额在GDP中占比的提高有助于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这说明加大对外开放、提高外贸水平带来的效益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利用国际社会的贸易、分工和投资，引进高质量资源和先进技术理念，吸收国外领先实践经验并发挥后发优势，促进产业的技术进步，从而为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随后以2013—2017年近5年的数据重复上文实证部分，分别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做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三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作用方向并未发生改变，分别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由此证明上文的实证结果较为可靠。
表4 模型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Dig_infra
	2.034**
(2.12)
	
	

	Dig_indus
	
	2.969***
(2.70)
	

	Dig_techn
	
	
	2.970*
(1.88)

	ED
	0.047
(0.45)
	-0.008
(-0.08)
	0.083
(0.84)

	GI
	-3.078
(-0.85)
	-3.024
(-0.86)
	-2.729
(-0.75)

	FIL
	0.138
(0.72)
	0.149
(0.80)
	0.129
(0.66)

	FTD
	0.730
(1.04)
	0.606
(0.89)
	0.787
(1.11)

	EIL
	-6.538
(-1.23)
	-7.803
(-1.50)
	-5.894
(-1.11)

	常数项
	1.670
(0.54)
	2.315
(0.77)
	1.420
(0.46)

	Observations
	55
	55
	55

	R-squared
	0.283
	0.327
	0.266


*** p<0.01, ** p<0.05, * p<0.1；（）内为t值
5 结论、建议与不足
5.1 结论
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探索出数字经济背景下驱动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三个重要因素，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对变量进行测度，最后收集了浙江省11个地级市2008—2017年共10个年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三者均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优化作用，推动其向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在物理层面为制造业企业减少信息的搜集和时间成本，帮助企业快速洞悉和应用当前尖端科技和领先技术，同时依据其显著的正外部性，创新扩散带动更多制造企业高度化转型。信息服务业等数字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其技术、知识、资本、劳动等要素与制造业不断融合，相互耦联，使得不同产业间的产业链自然承接，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新形势。最后，无论是制造企业内部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还是运用外部最新数字科技成果，都能帮助企业向智能化、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另外，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具有较小的时滞性，制造企业能够根据自身情况快速应用相关成果，提高管控生产供应链的效率，这也佐证了相较于其他两个因素数字技术创新科研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最为明显。
5.2 政策建议
（1）夯实基础产业，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投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速信息化发展。聚焦短板弱项，升级改造全国城乡工业宽带网络，提高基础的软硬件设施水平。积极探索共建共享的跨区域新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产业提升生产效率和商业模式创新。
（2）布局未来产业，推动新型数字化产业发展。区块链、量子技术是数字化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应加速构建、大力发展，获得先发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制造技术的结合，深入研发服务化、智能化、网络化工业设备，推动以智能工厂为代表的融合型数字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化赋能平台，协同对接数字化资源，进一步开放合作，促进产业链各环节的互动发展，进一步形成更加开放、包容、协同的数字化生态体系。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加大投资力度，解决传统行业转型过程中企业关键共生性问题，实现生态体系的良性运转。
（3）加快科创平台建设，突破前沿关键技术。深入实施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优势，深入实施“三名”工程，大力引进和建设世界一流科研院所，深入开展与阿里巴巴、海康等高新技术企业的战略合作，推动名校名院名企协同平台技术创新成果和智慧应用的试行与推广。以人工智能、网络数据安全、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为主，加快突破关键技术，形成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在建立以数字为核心的新经济体系时，要充分发挥用人单位在人才吸引和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全面落实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用人自主权，满足人才需求。统筹规划数字化产业发展，预测产业人才需求，加快培育重点行业和领域的数字化人才，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人才创新意识，发挥创新能力。
5.3 不足
本文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一方面全国不同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对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之后的研究方向可以将样本范围扩大到全国，分析地区差异影响，提出相关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和建议。另一方面，鉴于市级数据的披露程度和可获得性较低，解释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待扩展和补充，使其更具代表性。最后，转型升级的合理化水平也是之后研究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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